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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政策变通执行是基层部门在多任务情境下的普遍选择。在层级节制
的目标考核制下，自上而下的激励机制和问责机制约束着基层部门政策执行行
为。论文从激励强度与问责力度两个维度出发，将基层部门执行的政策划分为
低绩效低风险、高绩效低风险、低绩效高风险和高绩效高风险四个类型，与之
相对应地归纳出象征式、行政式、运动式和政治式四种执行策略。在此基础上，
论文对Ｄ街道办事处同时执行多项政策任务的行为过程进行分析。案例研究发
现，面对多项政策任务，基层部门通过考量单项政策的激励强度与问责力度，
均衡不同政策之间的“激励－问责”强弱组合差异，遵循“在可接受的惩戒下
寻求奖励的最大化”逻辑，选择不同的策略变通执行各个政策。论文拓展了基
层部门政策执行策略选择的分析视角，不仅揭示了目标考核制的激励与问责机
制运行特征及影响机理，也剖析了基层部门对不同政策的偏好及执行策略选择
的内在逻辑。研究结果提示，调节与把控基层部门的政策变通执行行为，既要
平衡单个政策的激励强度与问责力度之间的关系，均衡不同政策之间的“激励
－问责”强弱组合，也要完善过程和结果相结合的考核模式，改革文本层面的
数字考核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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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政策变通是基层部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一个普遍现象（刘骥、熊彩，
２０１５）。受到政策质量、府际关系、部门利益、地方情境等因素的影响（徐建
牛、施高键，２０２１），基层部门会对政策项目的执行内容、执行过程、执行方式
等进行重新调适与规划，选择不同的策略对不同政策项目进行力度差异化的执
行，如过度执行、强力执行、象征执行甚至拒绝执行等（王汉生等，１９９７；黄
冬娅，２０２０）。执行力度直接影响到一项政策项目的效果（胡春艳、张莲明，
２０２１），理解基层部门的政策执行策略的选择逻辑，对公共政策实践与科学研究
有重要意义。

基层部门政策执行策略的选择逻辑是什么？由于政策执行发生于多个层级
部门之间，基层部门政策执行策略选择，其实质是政府层级互动的结果，理解
基层部门政策执行策略的选择逻辑应基于我国政府层级互动的制度情境（刘佳
佳、傅慧芳，２０２１）。其中，作为我国驱动基层部门政策执行的核心制度安排，
目标考核制成了学者们开展相关研究的重要立论点（周黎安，２００８），并形成了
邀功导向①与避责导向两种相互对立、竞争的理论观点。邀功导向理论认为，受
晋升锦标赛的影响，基层部门会为了获得政治奖励与经济奖励而努力（周黎安，
２００７）。当一项政策项目的激励强度越强②，越能激发基层部门的积极性，推动
其选择执行力度较大的执行策略（周雪光，２０１５）。避责导向理论则指出，常态
化、制度化的问责机制激起了基层部门的避责动机，形成了一个与政治锦标赛
相对应的避责生存赛（张权、杨立华，２０１９）。在避责生存赛下，如果上级部门
对一项政策项目的考核惩戒安排越严厉，基层部门会选择执行效力越大的执行
策略，提升政策的实施效益，以避免被问责（陈家建，２０１５）。

现有研究为打开我国基层部门政策变通执行的“黑箱”提供了良好的理论
工具，但也依然存在可拓展之处。一方面，位于政策执行组织体系末端的基层
部门往往需要同时完成多个政策项目任务，由于人力、财力、物力、专业知识
等众多因素的限制，对各个政策的优重次序进行排列，采取不同的策略变通执
行，是基层部门的普遍选择（李振，２０１４；丁远朋、丁粮柯，２０１８）。相关研究

·３４·

权衡于奖惩之间：多任务情境下基层部门政策执行策略的选择逻辑◆

①

②

借鉴倪星和王锐（２０１７）等学者的观点，邀功具体表现为基层部门对上级部门的经
济、政治等奖励的追求。

美国心理学家Ｓｋｉｎｎｅｒ （１９５３）提出，激励可分为正激励与负激励两种类型。结合中
国的习惯用法，以及更好与惩戒加以区分，本文的激励特指正向激励。



主要以“一个政府部门执行一个政策项目”作为前提，对基层部门多任务情境
的关注相对不足。另一方面，变通执行作为一个基层部门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
优先项选择问题，邀功导向理论与避责导向理论在各自场景中都具有强大的解
释力。但单一地从激励机制或问责机制展开分析，并不足以完全回应基层部门
政策执行策略的选择逻辑及行动情境。事实上，为了推动基层部门的政策执行，
上级部门并不是单一地使用激励措施或问责措施，而是根据需要进行搭配使用，
奖优罚劣（文宏、林彬，２０２０）。这不仅产生了不同激励强度与问责力度的政策
项目（肖滨、陈伟东，２０１９），也使基层部门形成了一种向上邀功与避责并存的
行动价值目标（倪星、王锐，２０１７）。

基于以上思考，本文尝试回答的问题是，在多政策任务的目标考核情境下，
基层部门如何均衡激励与问责之间的关系，明确不同政策的优重次序，进而选
择相应的变通执行策略来实现其邀功与避责双重行动价值目标。在研究设计上，
本文首先通过分析目标考核制中激励机制与问责机制的运行机理，构建一个
“激励－问责”分析框架，然后以Ａ市Ｄ街道办事处作为考察对象，分析其政
策执行策略的选择过程与实践样态，以把握基层部门政策执行策略的选择逻辑，
丰富政策变通执行研究的知识图谱。

二、分析框架：目标考核制下基层部门的政策执行

（一）关键要素：目标考核制下的激励与问责

政策能否落实取决于基层政策执行者的行动。有别于西方国家政策执行的
制度情境，我国以目标考核制为核心构建起一套驱动基层部门政策行动的制度
安排（周黎安，２００８），目标考核也成为运转压力型体制和管理基层部门及官员
的重要方式（吴少微、杨忠，２０１７；黄俊尧，２０１０）。在目标考核制下，上级部
门通过自上而下的正向奖励与负向问责，对基层部门的政策执行构建了一种自
下而上的邀功动力与避责压力。对于基层部门而言，为了获得激励奖励与避免
被问责惩戒，其会比较不同政策项目之间的激励强度与问责力度差异，将需要
同时执行的多个政策项目划分为不同类型，确定不同政策的优重次序与行动导
向，进而选择相应的变通策略，匹配不一的资源，进行力度差异化的变通执行。
概言之，在多任务情境下，上级部门对政策项目设计的激励强度与问责力度，
成为影响基层部门政策执行策略选择的关键要素，二者的运作机制及叠加效应
如图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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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目标考核制下的“激励－问责”运作机制与效应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１ ． 目标考核下正向反馈的激励机制
随着放权让利式改革的纵深发展，我国基层部门的行政自主性不断提升（周

伟，２０１８），其作为独立利益主体的角色也得到了强化（赵静等，２０１３），这为基
层部门变通执行政策提供了微观基础（徐建牛、施高键，２０２１）。在目标考核制
下，上级部门根据考核结果进行奖励的正向反馈机制，激发了基层部门为向上
邀功而执行政策、创造政绩的积极性（周雪光，２０１７）。从内容上看，正向激励
主要分为经济激励与政治激励两种。其中，分税制改革后，基层部门被赋予了
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地位，本地的税收留存与自上而下的转移支付形成了巨大
的经济激励（郭栋、胡业飞，２０１９）。政治激励则是在以绩效考核结果作为官员
流动安排依据的干部管理制度下（刘强强、包国宪，２０２１），上级部门依托于对
下级官员流动管理的权限，利用下级部门官员对自身“仕途”的考虑与期待所
形成的一种晋升激励（周黎安，２００８）。

在激励机制的作用下，上级部门对政策项目的激励强度安排成为影响基层
部门政策执行的一个关键要素。激励强度指上级部门对基层部门完成政策任务
后给予经济、政治奖励的可能性与规模。激励强度越强的政策项目，意味着基
层部门认真执行完成后能得到的考核绩效越高，得到奖励的可能性与规模越大。
反之，对于激励强度较弱的政策项目，基层部门完成甚至是超额完成相关的政
策任务后，所能得到的考核绩效却比较低，得到奖励的可能性与规模较小。
２ ． 目标考核下负向反馈的问责机制
有奖就有罚，目标考核结果对下级部门也形成了强大的被问责惩戒压力

（荣敬本，２０１３）。以目标考核责任制为制度基础（王汉生、王一鸽，２００９），
上级部门在科层体系内部建立一种负向反馈的责任追究机制（傅利平等，
２０２１），从过程考核与结果考核两个面向进行问责惩戒的预期与压力建构，调控
基层部门政策执行的主观态度和行动积极性（赵蕾，２００６）。尤其是自党的十八
大以来，问责机制对基层部门政策执行行为的约束作用不断提升，使基层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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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官员的行动导向出现了从邀功到避责的转变（倪星、王锐，２０１７）。需要注意
的是，问责机制的运行有条件和场景的要求，当基层部门没有完成相关政策任
务时，片面地强化问责会使基层部门产生逆反态度（郭巍青、张艺，２０２１）。为
保障公共政策体系的整体性稳定，上级部门会采取弹性容纳的态度，对非重点
政策往往设计较小的问责力度，甚至只进行选择性或者象征性的问责，以换取
下级部门在重点任务上的全力支持，确保重点政策的有效执行（张翔，２０２１）。

本文的问责力度指基层部门没有按上级部门要求完成某一项政策任务时，
上级部门对其进行诫勉、处分、追究刑事责任等惩戒的可能性与力度。当上级
部门对于一个政策项目所做出的问责力度安排越大时，如果基层部门没有按要
求完成相关政策任务，受到惩戒的可能性与力度越大。而对于问责力度较小的
政策项目，即使基层部门没有按要求完成，受到惩戒的可能性与力度也比较小。
３ ． 激励机制与问责机制的叠加效应
在目标考核制下，政策激励强度和问责力度成为影响基层部门政策执行的

两个重要因素，二者表面上看似对立，事实上处于共存状态，共同形塑了基层
部门的整体性行动逻辑。具体来说，基层部门会一方面争取高效完成政策任务，
做出政绩，以向上邀功获取经济、政治奖励；另一方面，基层部门也会在无法
高效完成所有政策任务的情况下进行责任规避，避免被上级部门问责惩戒。上
级部门对不同政策的决策目标和考核内容并不相同，对不同政策的激励强度与
问责力度同样存在差异。一般来说，一份综合性的政策文件包括现状、趋势、
方针、目标、任务、保障措施等板块。在下派政策任务的过程中，上级部门会
以文字、数字等表述形式，在政策文件中的保障措施板块对激励措施或问责措
施的内容加以说明，同时在动员会议、管理会议等会议中进一步强调。不同政
策文件的文字、数字、程度、形式等表述差异，直接形成了各政策项目之间激
励强度与问责力度的差异。

作为一个理性组织，基层部门在无法高效益完成所有政策项目的情况下，
首先会根据不同政策文件中关于激励措施或问责措施的表述差异，判断每个政
策可能带来的正向激励奖励与负向问责惩戒的可能性及程度，明确执行不同政
策的行动导向，即是向上邀功还是避责。在此基础上，综合衡量各个政策项目
之间的“激励强度－问责力度”关系，对各个政策的优选次序进行排列，进而
匹配相应的策略、投入相应的资源进行差别化地变通执行，以根据政策执行结
果进行向上邀功与避责，最大化地获得激励奖励与避免问责惩戒。

（二）框架构建：激励与问责约束下基层部门的政策变通执行
在目标考核制的激励机制与问责机制的交互作用下，由激励强度与问责力

度差异所决定的政策类型、行动目标及执行策略，形塑了多任务情境下基层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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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政策变通执行的整体样态（见表１）。总体而言，围绕上级部门对不同政策项
目所设计的激励强度与问责力度差异，依据类型学研究的“独立且穷尽”原则
进行组合，基层部门需要同时执行的政策可以划分为低绩效低风险、高绩效低
风险、低绩效高风险和高绩效高风险四种典型类型。为了实现最大化地向上邀
功与避责，基层部门基于激励机制与问责机制的“过程－结果”双重面向运行
特征，以结果性避责、过程性避责、主动性邀功与被动性邀功为行动导向，分
别采取象征式执行、行政式执行、运动式执行和政治式执行四种策略，配置相
应的部门资源对不同类型的政策进行力度不一的变通执行。

表１　 “激励－问责”约束与基层部门的政策变通执行
问责力度

小 大

激励强度

弱
低绩效低风险政策
结果性避责导向
象征式执行策略

低绩效高风险政策
过程性避责导向
行政式执行策略

强
高绩效低风险政策
主动性邀功导向
运动式执行策略

高绩效高风险政策
被动性邀功导向
政治式执行策略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１ ． 低绩效低风险政策、结果性避责与象征式执行
低绩效低风险政策指激励强度弱且问责力度小的政策类型。这类政策的特

点是无论政策任务完成效益如何，既不会给基层部门带来太大的绩效收益，也
不会给基层部门带来太高的被问责风险。一般来说，这类政策主要是上级部门
根据社会发展的需求提前谋划的政策类型。在决策过程中，上级部门知道该类
政策的执行难度大，并不奢求基层部门能马上贯彻落实并取得显著成效，更多
的是通过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向社会传递政策决策者关注社会问题与需求的态
度信号。因此，只要不出现政治性、原则性问题，上级部门对该类政策的目标
考核往往是一种流程形式，对基层部门缺少实质性的反馈。在这种情况下，基
层部门对此类政策往往以结果性避责作为行动导向，采取象征式的策略进行实
施。具体的表现是秉承痕迹主义，通过制作文本台账，将政策的执行工作内容
停留于形式性、仪式性活动，如转发文件、宣传政策精神、召开座谈会等，向
上或向外营造一种“已经做了”的现象，以应对上级部门流程性、形式性的检
查考核。
２ ． 低绩效高风险政策、过程性避责与行政式执行
低绩效高风险政策指激励强度弱但问责力度大的政策类型。这类政策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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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是基层部门即使高效益完成相关政策任务后也不会得到太大的绩效收益，但
如果完成效益低，却会面临较高的被问责风险。这类政策主要出现在社会风险
治理领域。当经济社会的安全和稳定面临风险事件的冲击，或政府部门发现社
会中的不安定因素时，这一类政策就开始启动执行，核心目标是保证“不出
事”。对于基层部门来说，“不出事”虽然表示政策任务的完成，也意味着其绩
效难以客观识别与衡量。但“一出事就是大事”，基层部门会面临上级部门严厉
的问责惩戒，且由于事件结果的负面性，无法从结果层面进行避责。因此，对
于低绩效高风险政策，基层部门以过程性避责为行动导向，采取行政式执行的
策略，将特定的政策内容与程序纳入到常规的行政工作中。这不仅能减少部门
资源的投入，为执行高绩效的政策项目留出行动空间，更能在上级考核或发生
社会风险事件后被问责时，凭借行政式执行策略行动的程序性与规范性，采取
“严格执行了”的执行过程态势加以应对。
３ ． 高绩效低风险政策、主动性邀功与运动式执行
高绩效低风险政策指激励强度强而问责力度小的政策类型。与低绩效高风

险政策相反，这类政策的特点是政策任务完成效益低并不会给基层部门带来太
高的被问责风险，但完成效益高时却能给基层部门带来较大绩效收益。这类政
策主要是基层部门基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点，或者通过把握上级部门的
偏好，为实现创新发展、自我突破而自主设定或主动学习的类型。这类政策的
执行往往表现为试点、实验等运作形态，执行效益与考核结果具有高度的不确
定性，带有学习、实验或试错的内涵。基层部门即使没有完成政策任务，一般
也不会受到上级部门过大的问责惩戒。因此，基层部门会出于机会主义，秉承
“试着做”的心理，采取运动式执行策略加以推进，尝试做出政绩，主动向上邀
功。与行政式执行策略相比，运动式执行策略的执行力度在特定时期较高，具
体表现为基层部门以结果为导向，借助运动式治理的模式，在相对合适的时间，
尤其是在上级部门考察验收前的一段时间，进行非连续性与非程序化的集中动
员，重点推进。
４ ． 高绩效高风险政策、被动性邀功与政治式执行
高绩效高风险政策指激励强度强且问责力度大的政策类型。这类政策的特

点是基层部门高效益完成相关政策任务后会得到较大的绩效收益，但如果政策
任务的完成效益低时，则会面临较高的被问责风险。这类政策往往是上级部门
在一个时期内重点关注、重点考核的项目，直接与基层部门的收益与否相挂钩，
甚至还是“一票否决”项，如全国层面上的精准扶贫政策、环境整治政策等。
与高绩效低风险政策相比，上级部门对高绩效高风险政策的执行结果效益约束
较为刚性，甚至要求基层部门必须高效益完成。如果基层部门的执行结果效益
不高，就等同于没有完成任务，上级部门会予以严厉的督查、纠正、罢免，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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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追究行政、法律责任，即所谓的“无功就是过”。因此，基层部门会表现出一
种被动性邀功的行动导向，采取政治式执行策略，将治理任务上升为政治任务，
投入充足的执行资源，提高政策执行力度，完成或者超额完成政策任务，保证
通过相关的绩效考核。在一定程度上，政治式执行策略兼具了行政式执行策略
与运动式执行策略的特点，即通过整合各种资源，连续性地开展强有力的执行
行动。

三、案例介绍：Ａ市Ｄ街道办事处的多项政策任务

（一）田野选择
本文以Ａ市Ｄ街道办事处作为田野地点，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Ａ市是

我国较早推行目标考核制的城市之一。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Ａ市市委市政府印
发《Ａ市市直机关岗位责任制实施方案》以来，先后发布了《Ａ市机关绩效考
评工作评议工作暂行办法》《机关绩效管理监督检查工作规范》《机关绩效管理
信息化系统技术规范》《关于机关单位绩效考核结果使用工作的意见》等文件，
构建了一套较为科学完整的目标考核管理制度体系。第二，基层部门的政策执
行压力较大。进入新时代以来，Ａ市处于现代产业发展与传统文化保护的城市
更新阶段，各种政策项目不断出台实施，基层部门经常陷入“小马拉大车”的
困境。其中，Ｄ街道作为Ａ市人流量最大、常住人口第二的街道，既是Ａ市的
旅游资源主要集中地，也是商城商铺、新兴技术企业、社会组织的聚集地。截
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Ｄ街道办事处具有公务员编制的工作人员有２２人，具有事业
编制的工作人员有３５人。这导致不仅领导干部要同时统筹繁多的政策任务，就
连大部分工作人员，尤其是党政办公室、综合治理办公室、招商引资办公室、
社会事务办公室等综合室办的工作人员，也基本要同时跟进多个政策项目，因
任务过重而导致的变通执行的现象较为突出。第三，场景的可进入性与资料的
可获得性。在２０２０年７月至２０２１年５月期间，笔者曾多次参与Ｄ街道办事处
的多个政策落地执行，掌握了大量资料，能为本文的研究提供翔实的材料支撑。

（二）政策概述
本文对具体政策的选择主要考虑两个因素：一是政策的普遍性。选择基层

部门都有可能需要执行的政策，且对于不同地区的基层部门来说，相关政策的
任务和目标是相似的，激励与问责措施的价值导向和实施场景是相近的，以避
免理论普适性不足的问题。二是政策的典型性。根据激励和问责运作机制中的
具体要素，选择在政策文件保障措施板块中明确提出激励奖励措施和问责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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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的项目，对相关政策保障措施板块的内容进行文本分析与横向比较，同时
辅以相关部门及领导人的态度，进而综合衡量各个政策项目的激励强度与问责
力度，识别与匹配不同类型的政策。

基于研究设计与上述考虑，本文选择了２０２０年Ｄ街道办事处同时着手推进
的社会组织培育政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政策、文明城市创建政策和老旧景区
开发政策四个政策项目进行比较。结合后文的分析，这四项政策的激励强度与
问责力度具有较大差异，覆盖了本文建构的四类政策类型。上级部门对四项政
策所设计的核心激励与问责措施如表２所示。

表２　 不同政策项目的激励与问责措施

政策项目
激励维度 问责维度

政治 经济 政治 经济

社会组织
培育政策 ———

２０万元专项启动资
金；１０万—６０万元
的专项资助；５万－
３０ 万元的年度运
营费

———

对不参与评估或
连续被评为“不
合格”的单位，
取消专项资助
资格

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政策 ——— ———

对防控措施落实不
到位的单位与个人
严肃批评查处，造
成社会影响的，严
肃追究法律责任

———

文明城市
创建政策

创建成功，对先进
集体和个人进行记
功表彰

对先进集体和个人，
分别给予４０ 万－

２００万元、２万－ ２０
万元的物质奖励

对迎检工作不到位、
工作不落实、通报
整改不到位的单位
进行约谈

———

老旧景区
开发政策

对能力强的干部重
点任用，就地提拔；
经济社会发展带来
的治理绩效

提供高额财政奖励、
转移支付、绩效奖金
等财政资金与奖励

横向评比，一次落
后通报批评，两次
做会议检查，三次
进行职责追查

给予扣除责任单
位及相关人员的
个人绩效等经济
处罚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调研材料整理自制。

１ ． 社会组织培育政策
２０２０年４月，Ａ市民政局印发了《Ａ市社会组织培育发展基地管理办法的

通知》，要求全市各级行政单位建立社会组织培育发展基地。Ａ市社会组织服务
交流中心作为全市社会组织培育发展基地的业务指导单位，负责全市各级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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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的督导与验收。街道办事处的主要工作是建立社区社会组织综合服务平台，
为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提供孵化和发展服务。根据政策的相关要求与规定，在
激励方面，主要是对社会组织培育发展基地的建设配以２０万元的专项启动资
金，并根据场地面积与入驻社会组织的数量分别给予１０万至６０万元的资助，
分两年拨付（每年５０％）。往后年份的运营评估结果经市社会组织登记管理部
门确认后，按上一年度社会组织培育出壳数量占入驻社会组织总数比例，给予
５万至３０万元的年度运营补贴，按照专项专用的要求，用于社区社会组织的扶
持与培育。在问责方面，主要是对不按规定参与运营评估或者连续两年运营评
估结果为“不合格”，且限期内整改不到位的培育基地，取消其获取资助补助的
资格，并不再将其纳入全市社会组织培育发展基地管理体系。
２ ．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政策
２０２０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在“全国一盘棋”的疫情防控体系下，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政策是Ａ市必须严格执行的政策任务。２０２０年１月，Ａ市纪
委监委成立市纪委监委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在疫情防控监督检查专题部署
会上，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指出，要严格落实市委办、市政府办印发的《关
于贯彻落实市委决策部署情况开展监督约谈问责的工作方案》，督促全市各级各
部门把疫情防控措施落实落细，重点对“疫情防控工作中不担当不作为，工作
作风漂浮、不严不实等问题严肃处理，严防蚁穴溃堤”。２０２２年２月，随着国
内绝大部分地区的疫情都得到了良好的控制并开始进行复工复产，Ａ市疫情防
控工作指挥部印发的《关于复工复产的疫情防控工作导则》指出，在复工复产
的过程中，对于疫情防控人员不在场、部署不及时、措施不到位、信息报送不
及时不准确等情况，指挥部将依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党纪党规，对造成工作差
错的单位或个人进行严肃的追责问责。
３ ． 文明城市创建政策
２０２０年５月，Ａ市市委、市政府召开２０２０年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推进会暨创

建全国文明城市动员大会，组建“创城”指挥部，并参照《国家文明城市标
准》《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发布了以《Ａ市２０２０年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行动
实施方案》为核心的系列政策方案。为了激励各级部门及工作人员，Ａ市市委、
市政府在《Ａ市２０２０年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行动实施方案》中提出，各级各单位
要广泛认真地开展评选文明职工等评先树优活动，激发干部群众爱岗敬业、争
先创优的工作热情。如创建成功，将对先进集体和个人进行记功表彰，并分别
给予４０万到２００万元、２万至２０万元的物质奖励。在问责方面，主要实行整治
工作例会制度，要求各单位每周五将本单位的创城工作情况汇总形成书面材料，
报送到“创城”指挥部办公室。“创城”指挥部办公室通过发挥城市管理绩效
考评职能，对迎检工作不到位、创建工作不落实、多次通报整改不到位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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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进行约谈。
４ ． 老旧景区开发政策
２０１７年１月，在Ａ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Ａ市市政府提出

了“全力实施城市更新工程”的发展规划。随后，Ａ市多部门联合发布了《Ａ
市２０１７—２０２０年城市更新专项规划》。Ｄ街道办事处所在的Ｂ区政府以老旧景
区开发为核心，制定了《Ｂ区景区改造建设方案》。作为市区双“一把手”工
程，相关激励和问责措施强度都比较大，也比较规范明确。在激励方面，《Ｂ区
景区改造建设方案》指出要将“表现突出，贡献较大，能力较强的干部纳入考
察视野，重点任用，就地提拔”，并通过转移支付、绩效考核等方式提供高额的
财政资金与奖励，支持基层部门的相关工作。在问责方面，Ｂ区政府通过成立
景区改造工程领导小组，采取日常检查、随即抽查的监察模式，对辖区各基层
部门的改造进度进行“一天一抽查，两天一汇报，一周一评比一排序一通报”。
对工程进度慢、推进不力、标准不高、不能按照时限要求完成任务的基层单位，
“一次评比落后给予通报批评处分，连续两次评比落后，要求相关单位及领导人
做书面及会议检查，三次评比落后的，给予相关组织单位的干部除通报批评、
做检查”外，还要进行责任追查，并予以扣除绩效等经济处罚。

四、案例分析：多任务情境下基层部门的策略行动

以激励强度与问责力度为关键因素，本文构建了一个用于分析多任务情境
下基层部门政策变通执行的理论框架。本部分将从实证的角度，重点剖析Ｄ街
道办事处对社会组织培育政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政策、文明城市创建政策、
老旧景区开发政策的类型识别、策略选择、变通执行、行动结果以及考核应对
过程，以展现与验证多任务情境下由邀功与避责所共同形塑的基层部门政策执
行的策略选择逻辑。

（一）政策的“激励－问责”判断与类型划定
１ ． 不同政策的激励强度与问责力度差异及效应
Ｄ街道办事处根据以往的经验认为，上级部门虽然会将社会组织培育政策的

执行绩效作为民生建设领域指标进行年末工作总结考核，但在量化考核指标体
系中的权重较低，不论绩效水平的高低，对部门项目工作绩效的影响都不大，
从中获得的政治收益较小。同时，根据《Ａ市社会组织培育发展基地管理办法
的通知》的相关规定，上级主管部门转移到街道办事处的专项财政资金，必须
专项用于社会组织培育发展基地建设与社会组织扶持，使社会组织培育政策在
财政资金层面难以与其他政策项目进行统筹挂靠，对Ｄ街道办事处难以形成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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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经济激励。受此影响，Ｄ街道办事处对培育社会组织政策的执行积极性与
绩效收益期待都相对较低。虽然，Ａ市也采取专项考核的模式，制定实施了问
责措施去推动基层部门执行该项政策，但一方面，由于作为验收、整改和督导
单位的社会组织服务交流中心与Ｄ街道办事处是平级关系，难以形成有效的科
层约制力；另一方面，以“取消其获取资助补助的资格，不再将其纳入全市社
会组织培育发展基地管理体系”为核心的问责措施，对Ｄ街道办事处来说也显
得不痛不痒。

纳不纳入（全市社会组织培育发展基地管理体系）其实无所谓，中心
（市社会组织服务交流中心）那边本来就管不到我们，那些钱我们基本也不
敢乱动，少不说，用起来还麻烦，不用好过用，正常推就可以了。（访谈记
录：２０２００９１２ＺＦＬＹ）
与社会组织培育政策相似，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政策对Ｄ街道办事处的激励

强度也相对较小。尤其是自２０２２年２月进入常态化防控阶段后，Ａ市的疫情防
控核心目标由“隔离诊治”“有序清零”等转为“外防输入、内防扩散”“防止
出现疫情的传播和蔓延”，在目标考核上遵循一种“不出事”的治理逻辑，难以
设计相关的激励措施去推动基层部门高效地执行该项政策。但不同的是，Ａ市
明确提出了一系列以问责为导向且力度较大的保障措施，如严肃批评、查处、
追究法律责任等。同时，疫情防控工作在全国层面依然面临着严峻的形势，任
何一个地方因防控工作落实不到位，导致新的疫情传播和蔓延，相关部门及官
员都会受到相当严重的问责处罚，使Ａ市的相关问责措施在实践中形成的问责
惩戒力度进一步提升与强化。对于Ｄ街道办事处来说，虽然执行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政策无法创造显著、可量化的政绩以进行邀功，但由于上级部门制定实施
了力度较大的问责措施，其面临着巨大的问责惩戒压力。

文明城市创建政策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政策恰好相反，激励强度强而问责
力度小。从激励方面来看，Ａ市所提出的“记功表彰” “物质奖励”等激励措
施，从政治与经济两个维度对Ｄ街道办事处形成了一种直接而强大的政策执行
驱动力。在问责方面，Ａ市虽然也制定实施了相关的问责措施，但对基层部门
的问责力度及惩戒可能性较小。文明城市创建在全国层面施行的是一种竞标制
而非达标制（刘松瑞等，２０２０）。达标制是一种对全体的低标准的普遍性要求，
少数没有达标说明存在问题，受到相应处罚具有现实合理性，而竞标制是高标
准、高要求，只有少数能达到“优秀”。从问责的逻辑上说，上级部门也不会因
为没有成为“少数的优秀者”就对Ｄ街道办事处加以处罚。

难度确实很大，我们从“创卫”到现在的“创文”，一直都在搞，前前
后后十几年了，很多“老大难”问题要慢慢处理，也一直在抓，你不能说
今年不成功就马上让下面给个交代，这需要一个过程。 （访谈记录：
２０２０１０１０ＺＦＷ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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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政策项目相比，老旧景区开发政策自２０１７年落地实施以来，一直都
是Ａ市的“一把手”工程，尤其是２０２０年作为Ａ市城市更新阶段性行动的收
官年，各政府部门对该政策项目更为重视。对于Ｄ街道办事处而言，做好老旧
景区改造工作，不仅能获得“荣誉表彰”“就地提拔”“绩效奖金”“财政资金”
等直接的政治、经济奖励，还能通过老旧景区的改造开发，优化辖区人居环境，
推动酒店业、餐饮业、文化旅游业等行业发展，间接获得由经济社会发展所带
来的绩效收益。与此同时，Ｂ区政府为了管控老旧景区开发工程的进度与内容，
采取高频率、高强度、多形式的监察模式，一旦发现基层部门存在政策执行问
题，项目进度落后，就会立即采取力度较大的问责措施加以惩罚。在这种强问
责的作用下，Ｄ街道办事处在执行老旧景区开发政策过程中，面临着极大的问
责压力。

许多以前解决不了的事情，挂靠这个项目（老旧景区开发），也有资源
解决了，尤其像这种对街道的发展有实质好处，绩效看起来也很明显的项
目，许多领导都很重视。不过这也带来很多压力，一旦工程进度跟不上，
市里肯定有意见。同时在推进过程中涉及的利益主体也很多，冲突、投诉、
上访这些问题必须杜绝，要不然影响太大了，谁都承受不了这种的风险。
（访谈记录：２０２１０３２２ＺＦＬＹ）
２ ． 基于激励强度与问责力度比较划定政策类型
面对需要同时执行的多个政策项目，Ｄ街道办事处通过分析上级部门对不同

政策所采取的激励措施与问责措施，识别与比较不同措施所形成的激励强度与
问责力度，判断每个政策所可能带来的激励奖励与问责惩戒，将相关政策划分
为不同的类型（如图２所示），以为选择能实现邀功与避责行动价值目标的变通
执行策略提供必要的现实依据。

图２　 Ｄ街道办事处对不同政策的类型划定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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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策执行策略的选择匹配及其实践样态
１ ． 留痕备查：社会组织培育政策的象征式执行
社会组织培育政策作为一个低风险低绩效的政策，Ｄ街道办事处对此并没有

很强的邀功动力与避责压力。为了减少部门资源的占用，保证有足够的资源执
行高绩效、高风险的政策，同时避免出现“不服从上级安排”“组织能力低下”
等基本政治问题，Ｄ街道办事处采取了象征式执行的策略，通过“留痕工作”
应对项目的验收、考核和评比。

为了名声好听点，我们还是会争取不被踢出来，万一今年重视了呢，其
实这也很简单，按规定内容，做好材料，展现该有的都有，该做的都做了
就行。这个东西不合格比合格还难（访谈记录：２０２００９１２ＺＦＬＹ）。
具体执行样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在办事处门户网站、社区工作微信群

转发公布上级下发的政策文件，向相关的社区、组织和个人传达相关的政策精
神；二是在召开诸如“创城”“社区建设”“安全教育”等主题的会议中，“顺
带”地号召、动员与会人员积极组建相关的社会组织，入驻培育发展基地；三
是使用拨发的２０万元前期资金，按要求租赁和装修了一间约１７０平方米的房
屋，作为社会组织培育发展基地的办公用地；四是指派一名原本就是负责民政
领域工作的街道办事人员，专门负责相关材料的审批、评估、收集、核查、归
档等程序性工作，制作台账。
２ ． 流程再造：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政策的行政式执行
基层部门执行疫情防控政策有两种模式：一是以疫情防控工作为主，通过

分区分类、组织负责和专人对接，实施精准防控专项行动，但需要基层部门投
入大量的人财物，并增大部门工作量、工作压力、工作负荷；二是以常态工作
为主，将疫情防控工作嵌入到各个日常工作中，最典型的表现是通过流程再造，
在日常的行政工作过程中，增加一个关于疫情防控的前置程序和内容。

Ｄ街道办事处主要采取资源投入较少的第二种模式。首先依据Ａ市疫情防
控工作指挥部下发的相关文件，通过运用自由裁量权细化疫情防控工作的内容
标准，明确程序流程。然后，将相关的执行工作分包下压，要求各个街道社区、
商铺、企业等组织单位将测体温、亮健康码、数据整理等工作融入到日常各种
生产生活中，规范落实相关工作。Ｄ街道办事处自身则主要负责各个程序的指
导、监督和信息收集。

究其原因，一方面，由于激励措施的缺失，Ｄ街道办事处认为“自己做得
再好也没有功劳” （访谈记录：２０２００７２３ＺＦＷＬ）；另一方面，Ａ市虽然制定实
施了力度较大的问责措施去驱动基层部门认真落实相关政策，但疫情传播本身
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以及信息的滞后性，再精准、严厉的专项防控行动都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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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能完全防止新病例的发生。
谁都不想在自己的地方有病例，但完全防止发生病例，并不是我们能控

制的，来来回回的人那么多，很多人的行程信息我们也掌握不到，我们也
想把工作做得严严实实，很难，也不实际（访谈记录：２０２００７２３ＺＦＷＬ）。
因此，Ｄ街道办事处通过对疫情防控工作与部门常规工作进行融合性的流程

改造，在减少部门资源的投入以为执行其他高绩效政策留出空间的同时，也通
过完备的程序形式、标准的行动内容，进行问责惩戒风险的规避。

我们需要做什么、怎么做，文件里面写得很明白，我们只要把上面交给
我们的工作落实就行。疫情这个事情，谁也不敢保证百分百不出事。真的
出事了，问责起来谁都跑不了，只能说我们把该做的都做了（访谈记录：
２０２００７２３ＺＦＷＬ）。
３ ． 专项整治：文明城市创建政策的运动式执行
在Ａ市的强激励强度的安排下，Ｄ街道办事处对文明城市创建政策有着较

强的政绩收益期待。但在竞标制评选机制下，能否成功拿下“全国文明城市”
称号，包括Ｄ街道办事处在内的Ａ市各级政府部门都没有十足把握。一旦创建
失败，就意味着没有绩效、没有奖励。这使Ｄ街道办事处思考是否有必要投入
巨大的资源去高强度、长时间地执行该政策，冲击高度不确定性的绩效收益。

基于以上考虑，Ｄ街道办事处一方面按“创城”任务分解表完成标语式宣
传、按月排班式举办社区活动等常规性任务，以收集与整理“先进事迹”材料，
争取在每次例会报告中彰显政策执行效益。另一方面，主要根据《Ａ市２０２０年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行动实施方案》的具体内容与奖惩措施，将工作重点放在
“迎检”上。具体表现是在国家“文明城市创建”检查组来考察评估前，制定
专项行动方案，集体动员，开展强有力的专项整治行动，以在短时间“达到”
文明城市的创建标准，通过“创城”检查组的评估考核。２０２０年５月、８月和
９月，Ｄ街道办事处开展了三次专项行动，对街道的小街小巷容貌进行集中整治。

这三次整治行动，我们整个处的人都到街上去了，对整治点、整治内
容、整治成效、整治物品记录在案，做好推送，说明我们政策落实的强度
和过程，上面问起来我们好交代，毕竟也都投入了这么多资源了（访谈记
录：２０２０１０１２ＺＦＣＢ）。
对于Ｄ街道办事处来说，以专项整治行动为主要实践样态的运动式执行策

略，一方面不需要投入大量的资源去长时间、高强度地执行该政策，却能很好
地应对“创城”检查组的短期考察评估；另一方面，当考察评估成绩不理想，
也能依据日常的“先进事迹”材料和专项突击行动资料，证明已经认真贯彻落
实政策，规避市政府、区政府的问责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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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 高压推进：老旧景区开发政策的政治式执行
在较强激励强度与较大问责力度的双重驱动下，老旧景区开发政策成为Ｄ

街道办事处必须高效益完成的政策项目。对此，Ｄ街道办事处主要采取执行力
度较大的政治式执行策略，高压推进老旧景区的开发改造。

按流程办事，平平淡淡，虽然说一般不会出问题，但也很难出成绩，彰
显我们的能力，我们的优势，必须集中资源，重点跟进，这样过程好看，
结果也好看（访谈记录：２０２１０３２２ＺＦＬＹ）。
第一，组织建构。围绕老旧景区开放项目，Ｄ街道办事处成立了老旧景区开

发工作小组，由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担任组长，党政办公室主任担
任副组长，并设１名常务副组长和３名组员，专职负责具体工作的管控和推进。
第二，制度扩容。设立审评信息通报制度，为有关于老旧景区开发的内部审批
工作、外部协调工作和资源匹配工作开设绿色通道，做到专人负责、优先受理、
优先审核、优先审批。第三，流程管控。工作小组采取常态化的巡视督查工作
模式，对辖区内的老旧景区开发工作进行全组一周一巡视、组员一日一督查，
并根据市政府的考核情况加强相关工作的改善和推进。第四，社会动员。Ｄ街
道办事处通过打造社区联系点，加强与社区、居民的联系，促进对话交流与合
作。２０２０年，街道办事处与社区负责人、相关业主、社会组织管理者等，召开
了７次专题会议，进行政策宣传、利益协商、意见交流。第五，营造共识。在
专家的建议下，２０１７年３月，街道办事处在市规划局的帮助下，聘请广告公司
设计了一套《街道景区开发效果手册》，通过社区居委会发给居民，加强宣传，
并根据工程的进度不断更新，以提高街道居民对景区开发项目的认知感、认同
感，减少矛盾纠纷。

（三）差异化的政策执行结果与目标考核应对
１ ． 政策变通执行与效益差异
政策效果受到政策执行力度的直接影响（胡春艳、张莲明，２０２１）。从政策

执行的样态来看，Ｄ街道办事处对各个政策都呈现出“执行落实了”的表征，
但实质上，其对不同政策项目所投入的资源以及形成的执行力度并不一致，进
而导致不同政策项目执行的实质效益产生了差异（见表３）。

就社会组织培育政策来说，Ｄ街道办事处所负责的社会组织培育发展基地全
年入驻了７个社会组织，每万人拥有的社会组织数量低于市平均数，从这个角
度来说，社会组织培育政策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完成；对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政策来说，Ａ市自２０２０年３月确诊病例清零后，全市全年除了偶尔发生接触性
案例外，没有新增病例，且以常态工作为主的防控措施对街道内企业单位、社
区居民的正常生活影响较小，均衡了安全与活力的关系，有利于复工复产；对
于文明城市创建政策来说，２０２０年１１月，中央文明办公布了第六届全国文明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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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入选城市名单，Ａ市成功入选，实现了该项政策任务的核心目标。在政治式
执行策略的高压推进下，Ｄ街道办事处集中资源，保证老旧景区开发政策的执
行力度，还通过高位权威力量进行社会动员、宣传解释、化解分歧、解决争端，
严格控制社会风险的衍生，面对上级部门的日常抽查、专项考核和年末评比，
均超额完成道路扩张、住户搬迁、立面改造、建筑翻新等相关指标任务。

表３　 ２０２０年街道办事处的政策执行效益及考核情况概述

政策项目 执行样态实质效益 考核模式 考核维度“邀功－避责”
程度

是否
被奖励

是否
被问责

社会组织培育留痕备查没有完成专项＋年终 结果 弱－弱 否 是
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 流程再造基本完成 专项 过程 弱－强 是 否

文明城市创建专项整治基本完成 专项 过程＋结果 强－弱 是 是
老旧景区开发高压推进超额完成专项＋年终过程＋结果 强－强 是 否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在完成一个周期或一个政策项目的任务后，上级部门会对下级部门的政策
执行结果进行考评，并根据考评结果奖优罚劣。但Ｄ街道办事处由于没有全部
完成所有的政策项目，必然会同时受到上级部门的激励奖励与问责惩戒。作为
一个理性的组织主体，如何最大化地获取激励奖励并规避问责惩戒，是Ｄ街道
办事处在接受上级部门绩效考核过程中的重要问题。
２ ． 执行效益差异与考核应对
以《Ａ市市直机关岗位责任制实施方案》为核心，Ａ市构建了一种较为科

学的考核制度体系，通过专项考核和年终考核相结合的模式，从过程和结果两
个方面对基层部门的政策执行情况及绩效进行考核。但出于成本的考虑，上级
部门对不同政策项目的考核方式是有选择性的。同时，由于信息不对称，上级
部门很难完全掌握基层部门政策执行的全部情况，往往以基层部门上交的材料
作为考核评价依据，在技术层面依然是一种文本层面的数字考核方式。考核所
形成的文本材料，成为基层部门与上级部门互动，即向上邀功与避责的媒介与
途径。

对此，Ｄ街道办事处重点围绕老旧景区开发政策和文明城市创建政策执行所
取得的成功，以数字成效、典型案例、历史对比等能突出成效的内容作为核心
进行文本撰写，在过程监督、专项评估、年终考核等环节进行邀功。由于这两
个政策属于高激励政策类型，这种邀功往往能得到上级部门的激励兑现。基于
政策执行的效益与文本材料的应用，Ｄ街道办事处不仅在专项考核中获得了大
量的激励奖励，如在２０２１年２月Ａ市召开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表彰会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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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街道办事处入选“２０２０年度Ａ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
人”名单，甚至在Ａ市社会经济整体复工复产顺利进行的大环境下，Ｄ街道办
事处凭借完善、规范的流程控制，入选了Ａ市重点项目领导小组印发的“关于
表扬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全市重点项目复工复产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名单。更
为重要的是，Ｄ街道办事处以老旧景区开发政策为核心，围绕部门绩效考核细
则、分值权重和部门年度工作报告，撰写的支撑材料达３００余页，远多于其他
同级的街道办事处。在２０２０年度目标责任考核总结大会上，Ｄ街道办事处的综
合绩效考评排名位于全市９个街道办事处的首位，被授予“目标责任考核优秀
单位”等荣誉称号。相关工作人员也都获得了大量的政治、经济奖励，尤其是
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先后被提拔至Ｂ区发改局局长、Ｂ区副区长。

在避责方面，根据考核结果与反馈，Ｄ街道办事处主要就社会组织培育政策
和文明城市创建政策被进行问责。其中，在社会组织培育政策方面，主要是在
Ａ市社会组织服务交流中心得出的绩效考核中，被指出存在社会组织入住率低、
基地资源使用率低等问题，并在反馈意见中给出了需要进一步加强宣传与动员、
提高社会组织培育力度等整改意见。对于文明城市创建政策，主要是由于Ｄ街
道办事处采取的是运动式执行策略，无法在每周的书面材料中汇报新的进展、
新的成效。在非展开运动执行的周会上，只能就程序性、行政性的事务进行汇
报。这导致在相关的常务会议上，Ｄ街道办事处也被指出存在政策执行“是为
了‘创城’而‘创城’” “持续力不足” “不够全面、深入”等问题，被要求
“要克服畏难情绪”“共同分析问题成因”。实际上，由于这两个政策属于问责
力度低类型，上级部门对此所进行的问责往往是一种程序性的考核反馈，惩戒
意愿与力度并不大。同时，由象征式与运动式执行所产生的日常台账材料、“先
进事迹”材料、整治材料等，使Ｄ街道办事处在面临程序性的问责时有能力进
行应对，将问责惩戒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正如Ｄ街道办事处的一名工作人
员所言：

一年下来，这么多工作，每件事都完全按要求，老老实实完成，基本不
可能，总有一些事情是没办法做突出的。上面也理解，只是让我们注意推
进一下，这个正常，进行相应的整改，交代交代就可以了（访谈记录：
２０２１０３２７ＺＦＬＹ）。

五、结论与讨论

“一类事项原则上由一个部门统筹、一件事情原则上由一个部门负责”，是
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内在要求与目标。但对于街道办事处这一类位于政策执行
组织体系末端的基层部门来说，往往需要同时执行多个政策。本文根据已有的
研究成果，以及我国目标考核制的激励与问责机制运行特征，构建了一个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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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多任务情境下基层部门政策执行的策略选择逻辑的框架，通过对Ｄ街道办
事处政策执行的过程与结果进行验证分析发现：依据政策所附带的激励强度与
问责力度的差异，基层部门执行的政策可以划分为低绩效低风险、高绩效低风
险、低绩效高风险和高绩效高风险四种类型。根据政策的类型，基层部门会确
立结果性避责、过程性避责、主动性邀功还是被动性邀功的行动导向，匹配选
择象征式、行政式、运动式和政治式四种策略进行变通执行。其中，象征式与
行政式策略的资源投入量相对较小，主要目的是在保证过程合规性和程序正当
性的基础上，全力释放一种“全力执行、严格落实”的信号，避免出现根本性
的政治问题，将上级部门的问责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以邀功导向为主的运
动式执行策略与政治式策略，主要运用于激励强度高的政策项目的执行，通过
投入相对较大的行政资源，开展力度较大政策执行行动，保障高效益地完成政
策任务，以进行向上邀功实现部门及个人利益的最大化。

本文研究揭示了在多任务的情境下，基层部门由于资源有限性难以高效益
完成所有的政策任务，为了将问责风险控制在自身能承受的范围之内，并同时
进行向上邀功获取绩效收益，其通过综合考量单个政策所附带的激励与问责程
度，以及各个政策之间的“激励－问责”组合差异，选择相应的执行策略加以
变通执行。换言之，基层部门政策执行策略的选择逻辑可以概括为在可接受的
惩戒下寻求奖励的最大化，而并非是单独的最大化向上邀功或避责。对此，本
文的政策启示在于：一是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要平衡单个政策所附带的激励内
容与问责内容，实现奖罚一致性，同时均衡政策与政策之间的“激励－问责”
强弱组合程度，实现政策项目之间奖惩的相当性；二是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任
务多、资源有限作为基层部门变通执行政策的客观因素，在强调责权一致的同
时，也要加强基层部门政策执行能力的建设，否则“小马拉大车”、任重力弱的
局面必然造成基层部门政策执行顾此失彼；三是在政策考核层面，需要不断创
新绩效考核制度，无论是奖励还是惩戒，都要综合考量政策执行的过程和结果，
以避免结果邀功与过程避责这一“激励－问责”关系失衡现象的发生。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为认识多任务情境下基层部门政策变通执行策略的选
择逻辑提供了一个整体性的视角与工具，但也存在有待拓展的空间。本文从激
励强度与问责力度两个角度对政策类型、行动导向以及执行策略进行了学理层
面的“理想”划分，并选择典型的政策项目及其执行过程进行学理化的验证。
在现实中，基层部门对某一项政策所选择的执行策略，在主要表现出某一种执
行策略的内容与特点的同时，也具有其他执行策略类型的某些内容与特点，甚
至一个政策可能从属于不同的政策类型。如Ｄ街道办事处在开展文明城市创建
专项整治运动中，也表现出政治式执行策略的高压推进的样态。此外，基层部
门在不同时期会对同一项政策采取不同的执行策略。例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政策在２０２０年年初更多地表现为一个高绩效高风险政策，Ｄ街道办事处也是选

·０６·

◆公共行政评论·２０２２·６



择政治式执行策略进行高压推进，待疫情好转，防控态势转为常态化后，该政
策才转为低绩效高风险政策。受限于类型学研究方法的固有局限，本文难以对
政策的类型从属关系以及基层部门所采取的多种策略转换过程展开分析。故此，
本文的理论模型并不能简单地取代具体政策、具体情境的深入分析。从激励与
问责两个角度出发，更深入地把握多任务情境下基层部门政策执行策略的选择
逻辑与转换过程，后续的研究还需政学两界共同努力，在理论上与实证研究中
补充推进。

参考文献
陈家建（２０１５）． 督查机制：科层运动化的实践渠道． 公共行政评论，２：５ － ２１ ＋ １７９．

Ｃｈｅｎ，Ｊ． Ｊ． （２０１５）．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Ｔｈｅ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ｆｏｒ 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ｃｙ 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２：５ － ２１ ＋ １７９．（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丁远朋、丁粮柯（２０１８）． 国家治理中的弹性要素———基于工作组机制的一项分析． 学习论坛，６：６４ － ６９．
Ｄｉｎｇ，Ｙ． Ｐ． ＆ Ｄｉｎｇ，Ｌ． Ｋ． （２０１８）． Ｅｌａｓｔｉｃ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Ｔｒｉｂｕｎｅ ｏｆ Ｓｔｕｄｙ，６：６４ － ６９．（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傅利平、陈琴、董永庆、房亚楠（２０２１）． 技术治理何以影响乡镇干部行动？———基于Ｘ市精准扶贫政策执行
过程的分析． 公共行政评论，４：１１９ － １３６ ＋ １９９．
Ｆｕ，Ｌ． Ｐ．，Ｃｈｅｎ，Ｑ．，Ｄｏｎｇ，Ｙ． Ｑ．，＆ Ｆａｎｇ，Ｙ． Ｎ． （２０２１）． Ｈｏｗ Ｄｏｅ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ｆｆｅｃｔ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ｏｗｎｓｈｉｐ Ｃａｄｒｅｓ？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Ｘ Ｃｉｔ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４：１１９ － １３６ ＋ １９９．（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郭栋、胡业飞（２０１９）． 地方政府竞争：一个文献综述． 公共行政评论，３：１５６ － １７３ ＋ １９３ － １９４．
Ｇｕｏ，Ｄ． ＆ Ｈｕ，Ｙ． Ｆ．（２０１９）．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Ａ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３：１５６ － １７３ ＋ １９３ － １９４．（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郭巍青、张艺（２０２１）． 责任风险视域下的避责行为：要素、情境及逻辑． 公共行政评论，４：１３７ － １５４ ＋ １９９．
Ｇｕｏ，Ｗ． Ｑ． ＆ Ｚｈａｎｇ，Ｙ．（２０２１）． Ｂｌａｍｅ Ａｖｏｉｄａ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Ｒｉｓｋ：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
Ｓｈａｐｉｎｇ Ｌｏｇ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４：１３７ － １５４ ＋ １９９．（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胡春艳、张莲明（２０２１）． “好”政策的执行效果也好吗？———基于容错纠错政策的实证检验． 公共行政评论，
３：４ － ２３ ＋ １９６． 　
Ｈｕ，Ｃ． Ｙ． ＆ Ｚｈａｎｇ，Ｌ． Ｍ．（２０２１）． Ｄｏｅｓ Ｇｏｏ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Ｍｅａｎ Ｇｏｏｄ Ｅｆｆｅｃｔ？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ｏｆ
Ｆａｕｌｔ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ａｎｄ Ｅｒｒｏｒ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３：４ － ２３ ＋ １９６．（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黄冬娅（２０２０）． 压力传递与政策执行波动———以Ａ省Ｘ产业政策执行为例． 政治学研究，６：１０４ － １１６ ＋ １２８．
Ｈｕａｎｇ，Ｄ． Ｙ． （２０２０）．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Ｘ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Ａ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ＣＡＳ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６：１０４ － １１６ ＋ １２８．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黄俊尧（２０１０）． 从“压力型考核”到“公众制度化参与”———地方政府绩效考评模式的转型与路径依赖． 甘肃行
政学院学报，４：４４ － ５２ ＋ １２７．
Ｈｕａｎｇ，Ｊ． Ｙ．（２０１０）． Ｆｒｏｍ Ｐｒｅｓｓｕｒｉｚｅｄ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ｔｏ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ａｔｈ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ｐｐｒａｉｓａｌ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ａｎｓｕ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４：４４ － ５２ ＋ １２７．（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李振（２０１４）． 推动政策的执行：中国政治运作中的工作组模式研究． 政治学研究，２：１１６ － １２５．
Ｌｉ，Ｚ． （２０１４）．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Ｍｏｄｅｌ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ＣＡＳ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１１６ － １２５．（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刘骥、熊彩（２０１５）． 解释政策变通：运动式治理中的条块关系． 公共行政评论，６：８８ － １１２．
Ｌｉｕ，Ｊ． ＆ Ｘｉｏｎｇ，Ｃ． （２０１５）． 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ｉａｏ ／ Ｋｕａｉ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ｕｎｄｅｒ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Ｓｔｙｌ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６：８８ － １１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刘佳佳、傅慧芳（２０２１）．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治理：政策过程与政策执行的多维分析———基于多案例的研究． 青
海社会科学，５：１１３ － １２１．
Ｌｉｕ，Ｊ． Ｊ． ＆ Ｆｕ，Ｈ． Ｆ． （２０２１）．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Ｗａｓｔｅ：Ａ 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Ｍｕｌｔｉ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Ｑｉｎｇｈａｉ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５：１１３ － １２１．（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刘强强、包国宪（２０２１）． 制度优势如何提升治理效能：我国政府绩效管理逻辑探析． 学习与实践，１１：４７ －５８．
Ｌｉｕ，Ｑ． Ｑ． ＆ Ｂａｏ，Ｇ． Ｘ．（２０２１）． Ｈｏｗ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ｂ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Ｓｔｕｄ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１１：４７ － ５８．（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刘松瑞、王赫、席天扬（２０２０）． 行政竞标制、治理绩效和官员激励———基于国家卫生城市评比的研究． 公共管
理学报，４：１０ － ２０ ＋ １６４．
Ｌｉｕ，Ｓ． Ｒ．，Ｗａｎｇ，Ｈ． ＆ Ｘｉ，Ｔ． Ｙ．（２０２０）．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Ｂｉｄｄｉｎｇ，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ｉｔｉ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４：１０ － ２０ ＋ １６４．（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倪星、王锐（２０１７）． 从邀功到避责：基层政府官员行为变化研究． 政治学研究，２：４２ － ５１ ＋ １２６．

·１６·

权衡于奖惩之间：多任务情境下基层部门政策执行策略的选择逻辑◆



Ｎｉ，Ｘ． ＆ Ｗａｎｇ，Ｒ． （２０１７）． Ｆｒｏｍ Ｃｒｅｄｉｔ Ｃｌａｉｍｉｎｇ ｔｏ Ｂｌａｍｅ Ａｖｏｉｄａｎｃｅ：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ＣＡＳ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４２ － ５１ ＋ １２６．（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荣敬本（２０１３）． “压力型体制”研究的回顾．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６：１ － ３．
Ｒｏｎｇ，Ｊ． Ｂ．（２０１３）． Ｏｎ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６：１ － ３．（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王汉生、刘世定、孙立平（１９９７）． 作为制度运作和制度变迁方式的变通． 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
２１：４６ － ４８．
Ｗａｎｇ，Ｈ． Ｓ．，Ｌｉｕ，Ｓ． Ｄ． ＆ Ｓｕｎ，Ｌ． Ｐ． （１９９７）． Ａｓ ａ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Ｗａｙ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ｐｅｒ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２１：４６ － ４８．（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王汉生、王一鸽（２００９）． 目标管理责任制：农村基层政权的实践逻辑． 社会学研究，２：６１ － ９２ ＋ ２４４．
Ｗａｎｇ，Ｈ． Ｓ． ＆ Ｗａｎｇ，Ｙ． Ｇ．（２００９）． Ｔａｒｇｅ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Ｓｙｓｔｅｍ：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Ｐａｒｔｙ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６１ － ９２ ＋ ２４４．（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文宏、林彬（２０２０）． “多任务竞逐”：中国地方政府间竞争激励的整体性解释———以粤港澳区域治理为例． 江
苏社会科学，１：７５ － ８５．
Ｗｅｎ，Ｈ． ＆ Ｌｉｎ，Ｂ．（２０２０）． “Ｍｕｌｔｉｔａｓｋｉｎｇ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Ａ Ｈｏｌｉｓｔｉｃ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 ａｍｏｎｇ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Ｔ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ａｎｄ Ｍａｃａｏ ａｓ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１：７５ － ８５．（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吴少微、杨忠（２０１７）． 中国情境下的政策执行问题研究． 管理世界，２：８５ － ９６．
Ｗｕ，Ｓ． Ｗ． ＆ Ｙａｎｇ，Ｚ． （２０１７）．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Ｗｏｒｌｄ，
２：８５ － ９６．（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肖滨、陈伟东（２０１９）． 基层腐败问题的缘起：默契性容忍———基于Ａ市镇街“一把手”的４８个案例研究． 广东
社会科学，３：１４ － ２２．
Ｘｉａｏ，Ｂ． ＆ Ｃｈｅｎ，Ｗ． Ｄ．（２０１９）．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 ｏｆ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ａｔ ｔｈｅ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Ｌｅｖｅｌ：Ｔａｃｉｔ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４８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Ｔｏｗｎｌｅｖｅｌ Ｔｏｐ Ｌｅａｄｅｒｓ ｏｆ Ａ Ｃｉｔ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３：１４ － ２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徐建牛、施高键（２０２１）． 相机执行：一个基于情境理性的基层政府政策执行分析框架． 公共行政评论，
６：１０４ － １２３ ＋ １９９． 　
Ｘｕ，Ｊ． Ｎ． ＆ Ｓｈｉ，Ｇ． Ｊ．（２０２１）．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Ｃｏｐｉｎｇ：Ａ ＣｏｎｔｅｘｔＢｏｕｎｄｅｄ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ｙＢａｓｅｄ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６：１０４ － １２３ ＋ １９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张权、杨立华（２０１９）． “局部空转”现象：动机、行为及扩散———一场“理性经济人”参加的“避责生存赛”． 人
民论坛，３６：１２ － １５．
Ｚｈａｎｇ，Ｑ． ＆ Ｙａｎｇ，Ｌ． Ｈ． （２０１９）． Ｔｈｅ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Ｉｄｌｉｎｇ”：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ｎｄ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Ａ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Ｒａｃｅ ｔｏ Ａｖｏｉ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Ｍｅｎ”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Ｔｒｉｂｕｎｅ，３６：１２ －
１５．（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张翔（２０２１）． 压力与容纳：基层政策变通的制度韧性与机制演化———以Ａ市食品安全“全覆盖监管”政策的执
行情况为例． 中国行政管理，６：９０ － ９７．
Ｚｈａｎｇ，Ｘ．（２０２１）．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ａｎｄ Ａｃｃｏｍｍｏｄ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ｙ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Ｆｕｌｌ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Ｐｏｌｉｃｙ ｏｆ Ｆｏｏｄ Ｓａｆｅｔｙ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
Ｃｉｔ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６：９０ － ９７．（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赵静、陈玲、薛澜（２０１３）． 地方政府的角色原型、利益选择和行为差异———一项基于政策过程研究的地方政府
理论． 管理世界，２：９０ － １０６．
Ｚｈａｏ，Ｊ．，Ｃｈｅｎ，Ｌ． ＆ Ｘｕｅ，Ｌ． （２０１３）． Ｒｏｌｅ Ａｒｃｈｅｔｙｐｅｓ，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Ｃｈｏｉｃｅｓ，ａｎ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Ａ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Ｔｈｅｏｒ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Ｗｏｒｌｄ，２：９０ － １０６．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赵蕾（２００６）． 行政问责制度模型———基于运行程序的规范分析． 公共管理学报，４：７６ － ８０ ＋ １１１．
Ｚｈａｏ，Ｌ． （２００６）． Ｔｈ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Ｄｅｎｕｎｃｉ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Ｍｏｄｅｌ：Ａ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４：７６ － ８０ ＋ １１１．（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周黎安（２００７）． 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 经济研究，７：３６ － ５０．
Ｚｈｏｕ，Ｌ． Ａ． （２００７）． 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ｓ Ｌｏｃａｌ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Ｔｏｕｒｎａ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７：３６ － ５０．（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周黎安（２００８）． 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 上海：格致出版社．
Ｚｈｏｕ，Ｌ． Ａ．（２００８）．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Ｔｒｕｔｈ ＆ Ｗｉｓｄｏｍ
Ｐｒｅｓｓ．（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周伟（２０１８）． 地方政府间跨域治理碎片化：问题、根源与解决路径． 行政论坛，１：７４ － ８０．
Ｚｈｏｕ，Ｗ．（２０１８）．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ｒｏｓｓＡｒｅａ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Ｉｓｓｕｅ，Ｃａｕｓｅ ａｎｄ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Ｔｒｉｂｕｎｅ，１：７４ － ８０．（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周雪光（２０１５）． 项目制：一个“控制权”理论视角． 开放时代，２：８２ － １０２ ＋ ５．
Ｚｈｏｕ，Ｘ． Ｇ．（２０１５）． Ｔｈ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Ｓｙｓｔｅｍ：Ａ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Ｔｈｅｏｒｙ． Ｏｐｅｎ Ｔｉｍｅｓ，２：８２ －
１０２ ＋ ５．（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周雪光（２０１７）． 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一个组织学研究． 北京：三联书店．
Ｚｈｏｕ，Ｘ． Ｇ．（２０１７）．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Ａ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ＤＸ Ｊｏｉｎｔ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ｋｉｎｎｅｒ，Ｂ． Ｆ．（１９５３）．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Ｆｒｅｅ Ｐｒｅｓｓ．

责任编辑：张书维

·２６·

◆公共行政评论·２０２２·６


